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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之性恶明矣”是《荀子·性恶》篇的主题。“人之性恶明矣”不仅使荀子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恶一目了然，而

且透射出荀子对人性有别于孟子等人的思考。由此，荀学风采、儒家神韵、先秦特质和中国印记便构成了“人之性恶明

矣”的四重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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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性恶明矣”语出荀子，是《荀子·性恶》篇的主题，仅在此篇就多次出现。其实，“人之性恶明

矣”不仅使荀子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恶一目了然，而且透射出荀子对人性有别于孟子等人的思考。由此，荀学风

采、儒家神韵、先秦特质和中国印记便构成了“人之性恶明矣”的四重视界。 

一、“人之性恶明矣”的判断论证 

早在先秦，人性问题就备受关注，聚讼纷纭。荀子的“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不

仅开宗明义地发出了人性恶的判断，而且旗帜鲜明地反对性善说。问题的关键是，面对各种人性理论的先声夺

人——特别是孟子性善说的巨大影响，荀子对人性恶的论证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荀子本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人性恶的论证在判定“人之性恶”之时即已展开。 

首先，荀子对“人之性恶明矣”的论证拥有坚实的逻辑支持，不仅与正名一脉相承，而且本身就是正名思

想的一部分。这是因为，荀子对人性的论证始于概念上对性与伪、善与恶两对概念的界定。 

对于性与伪，荀子界定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

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

之伪。”(《荀子·正名》)在荀子的视界中，性是生而自然、与生俱来的，属于先天的范畴；伪是人心思虑、

选择和作为的结果，属于后天的范畴。性出于自然之本能，伪出于后天之积习。这表明，性与伪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是不容混淆的。 

对于善与恶，荀子界定说：“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

也已……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

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

也。”(《荀子·性恶》)依照荀子的界定，善是符合礼义法度，维护社会安定；恶是违背礼义法度，危害社会

安定。 

在分别对性与伪、善与恶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荀子以这两对概念的定义为标准，通过对性、伪、善、恶的

逐一比对，得出了善与性没有交叉，人性中没有善的结论。这就是说，善只是人为，不属于人性的范畴。这就

是说，通过给性与伪、善与恶等概念下定义，荀子不仅证明了善是人为，不属于人性范畴，而且使人性恶成为

定局。 

其次，循着生而自然谓之性的思路，荀子从人之行为本能入手挖掘、阐释人性的具体内容，为“人之性恶

明矣”提供证明。对于人生而自然的东西是什么，他如是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

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依照这个分析，饥食渴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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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好利而恶害”是人性所固有。这表明，生理欲望和好利是人性的具体内

容。如果对人性中先天固有的这些欲望和本能任其自然、不加节制的话，势必带来纷争，影响社会治安。这足

以证明人性中先天具有为恶的萌芽，故曰人之性恶。 

通过上述分析，荀子得出结论：从具体内容来看，人性中先天包含欲、利成分；如果不对之加以节制的

话，不仅会给礼义法度之善带来冲击，而且会给整个社会造成危害。沿着这一思路，他从各个角度反复论证了

性恶这一主题，旨在强调恶不仅为人的先天本性，而且表现为人的行为追求。荀子指出，相反相求，人对礼义

的追求不仅不能证明人有向善的本能，反而恰好证明了人性中没有这些东西。他论证并解释说：“凡人之欲为

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

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

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性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

则悖。然则性而已，则悖乱在已。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荀子遵循相反相求的逻辑，并由此笃信正如“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一样，人喜欢

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富者的最大愿望不是敛财，贵者的最大愿望不是高升。总之，人们梦寐以求的都是自

己未尝拥有的东西。以此推之，人们对礼义孜孜以求，恰好证明了礼义之善不在人性之中。这就是说，从人的

后天追求来看，并不能证明礼义为人性所有，倒是使人之性恶昭然若揭。 

议论至此，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人性中没有向善的因素，那么，礼义法度从何而来？如果承认礼义法度存

在，如果承认礼义法度是善，也就等于承认或证明了制定礼义法度之善的圣人性善。既然礼义法度之善不在人

性之中，那么，善从何而来？善与圣人之性是何关系？对此，荀子的回答是：尽管礼义法度出于圣人，尽管礼

义法度是善，然而，这些并不能证明圣人性善。秘密在于，善源于圣人之伪而非出自圣人之性，也就是说，礼

义法度之善是圣人后天人为的结果，属于伪的范畴。为了阐明这个道理，彻底堵塞性善的可能性，荀子将善从

圣人之性中排除，将圣人制定礼义法度等同于各种工匠制造器皿。因此，对于善与圣人之间的关系，他以陶

匠、木匠制造器皿的例子解释说： 

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

礼义也，辟则陶埏而生之也，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

生之也。用此观之，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性也哉？……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再次，荀子从言论必有辨合、符验的角度论证人性，使“人之性恶明矣”拥有了认识论、真理观的意蕴和

维度。按照他的说法，一种思想或言论要成为真理，不仅要在逻辑上讲得通，能够自圆其说；而且要有现实依

据，在实践中可行。在这个前提下，荀子强调，从现实存在来看，圣王、礼义是为了矫正人性之恶的，它们的

存在本身就已经证明人性中包含为恶的可能性。他写道：“直木不待櫽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櫽栝

烝(蒸——引者注)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

于善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这就是说，櫽栝的产生是由于枸木

的存在，绳墨的出现是由于曲线的存在；同样的道理，君上、师傅和礼义法度的存在是由于人之性恶。这样说

来，正如枸木、曲线证明了櫽栝、绳墨的价值一样，君上、师傅和礼义法度的价值恰恰在于人之性恶。循着这

个逻辑，荀子反问道：如果人性真的如孟子所说的那样，先天就有仁、义、礼、智之善端，能够自觉地从善如

流的话，那么，圣王、礼义对于这样的人性又何以复加呢？可见，性善说与现实存在的状况不符，当然，取消

圣王、礼义法度的存在对于荀子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和容忍的。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放弃人性善而主张人性

恶；如果承认了人性恶，也就等于证明了圣王和礼义法度的必要性。于是，他反复宣称： 

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

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

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故櫽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

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荀子·性恶》) 

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矣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

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

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荀

子·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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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荀子的论证层层递进，在一步步加固性恶的同时，最终排除了有善存在于人性之中的可能性。由于

把善从人性中完全剔除，“人之性恶明矣”成为铁案。 

二、“人之性恶明矣”的荀学风采 

“人之性恶明矣”不仅集中体现了荀子的人性主张，而且尽显荀学风采。孟子“道性善”，认定“人之性

恶明矣”的荀子主性恶，由此拉开了人性的善恶之争。正因为如此，“人之性恶明矣”的每次出现，后面紧接

着“其善者伪也”。荀子之所以在论证人性恶的同时强调善是人为，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与坚守人性恶一

样，为了反驳孟子的性善说。对于荀子来说，善是人为可以理解为对人性恶的补充说明。换言之，“人之性恶

明矣”不仅表明了荀子对人性有别于告子、孟子等人的判断，而且是针对孟子的性善说有感而发的，甚至是通

过驳斥或为了反驳孟子的性善说建构起来的，故而呈现出与孟子人性思想的种种差异。 

首先，荀子判定人性恶，是基于人生而具有各种欲望。因此，荀子给性下的定义和对人性的论证都是截取

人的自然属性进行的，把人性限制在自然属性之内是他的一贯做法。例如，荀子宣称：“若夫目好色，耳好

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荀

子·性恶》)在此，他把目耳口心肢体和由此而来的物质欲望视为人生而具有的东西，并归为性之范畴。尤为

值得一提的是，荀子将心说成是“好利”的，与对人性的界定着眼于人的自然属性一脉相承，并与孟子所讲的

“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形成鲜明对照。正由于荀子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生理欲

望的选取，利和欲成为人性的主要内容：第一，对于人性之利的成分，他宣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

焉。”(《荀子·性恶》)这表明，人生来就有好利的本能，对利的追逐是人性的重要方面。第二，对于人性之

欲的成分，荀子断言：“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在

此，他把贪图物利、饥食渴饮和好逸恶劳说成是人性的基本内容，致使贪利和欲望成为人性的两个重要方面。 

与荀子不同，孟子主张性善。《孟子》书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性善

是孟子对人性的基本判断和总体看法。对于这一主张，他从两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在逻辑推理上，孟子以

同类的东西具有相似性为前提，推出了理义之善为人心所固有的结论。在他看来，正如天下人之口、耳、目具

有相同的嗜好一样，理义是天下人之心的共同嗜好。天下人之心都嗜好理义表明，人心都有向善的本能，人性

是善的。第二，在行为经验上，孟子通过“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舜之居深山之中”等具体例子证明善出

自人的先天本能，为人心所固有。 

    上述内容显示，荀子由于侧重人的自然属性，得出了性恶的结论；孟子得出性善的结论，是侧重人的社会

属性。由于切入的视角不同，两人对人性得出了不同的判断和认定。 

其次，对人性是什么的回答奠定了对人性做什么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人性是什么本身就包含着对人性能

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回答。同时，如果说对人性是什么的判断和选取尚属于理论层面的话，那么，对人性的

态度和作为则落实到了操作层面，具有前者没有的实践意义。就荀子来说，对人性恶的判断奠定乃至决定了对

待人性的态度和作为，那就是：变化人性。于是，“化性而起伪”，积习臻善成为对待人性的基本要求和主要

作为。 

与宣称仁、义、礼、智四端与生俱来的孟子谆谆教导人养性有别，荀子一再动员人改变本性，对性加以后

天的人为：第一，荀子揭示了人性自身的缺陷，在给人性所下的定义中已经包含着利、欲的成分和犯上作乱的

可能性。第二，通过论证性伪关系，在性与伪的相互作用中突出“化性而起伪”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荀子指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

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

治。”(《荀子·礼论》)在荀子看来，天然的人性是朴素的资质，后天的人为是美丽的华彩；二者既相互区

别、不容混淆，又相互联系、缺一不可。正如离开人性，人为由于没有加工的原料而失去用武之地一样，离开

人为，人性便不能自行完美。正是在朴素的人性与华美的人为的相互结合中，成就了圣人。这就是说，在他的

视界中，人性自身的欠缺与性伪关系共同指向了改变人性的必要性、迫切性和正当性。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在确定了对待人性的原则之后，荀子进一步阐明了对待人性的具体办法，那可以归

结为一个字——化，也就是改变人性的本来面目。对人性恶的认定加剧了荀子改变人性的迫切心情，“化性而

起伪”的思路和做法更是使后天的人为具有了不容置疑的重要性。他所讲的人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便是学习。

荀子告诫人一刻也不可以停止学习，目的就是以后天的学习改变先天的性恶。《荀子》一书始于《劝学》篇，



40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http://hssz.cbpt.cnki.net/                          第 17 卷 

该篇的第一句话便是“学不可以已”。学的主要内容是义，旨在让人通过对儒家经典和做人道理的学习，日臻

完善，成为圣人。这用荀子本人的话说便是：“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

兽也。”(《荀子·劝学》)荀子不否认学习的主观自觉性，同时重视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和熏染。因此，他建

议，在良师益友的影响和熏习下“化性而起伪”。与此同时，荀子指出：“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

唯利之见耳。”(《荀子·荣辱》)这表明，他重视师法的作用，将学习视为一面在良师益友的帮助、影响下、

一面在礼法的威慑下不断“化性而起伪”，远离禽兽而完善人格的过程。在对待人性的态度上，尽管不排除主

观自觉，总的说来，荀子不像孟子那样注重内求，而是崇尚外力。 

再次，“人之性恶明矣”凸显礼法的必要性，体现在统治方案和行政路线上具有崇尚外在强制的特点。在

具体贯彻和实际操作的层面上，性恶论着眼于受众作恶的可能性，信凭外在的威慑——在荀子的“化性而起

伪”中，无论是君上、师傅还是礼法都有强制因素。从社会效果和实际功用来看，“人之性恶明矣”不仅使受

众接受教育和统治拥有了十足的必要性，而且使师法成为必不可少的。对于性善说与性恶论之于统治秩序的可

行性与必要性的不同侧重，荀子本人具有清醒的认识和理解。众所周知，正如孟子“道性善”是针对告子的人

性可善可不善有感而发一样，荀子坚持“人之性恶明矣”是为了反驳孟子的性善说。荀子之所以坚决反对孟子

“道性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性善说会导致“去圣王，息礼义”的后果——不仅圣王、礼法变成了多余的，

而且淡化百姓接受统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此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三、“人之性恶明矣”的儒家神韵 

儒家对人性论的热衷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息息相关，荀子的“人之性恶明矣”与孟子的“道性善”也不例

外。荀子与孟子的不同只是由于对人性的不同切入而对人性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因此，两人关于人性的善恶之

争是就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方案而言的，背后隐藏着相同的价值理念和诉求。正因为如此，“人之性恶明矣”不

仅带有荀学的个性风采，而且拥有与孟子的性善说一致的儒家神韵。 

首先，荀子的“人之性恶明矣”与孟子的“道性善”一样对人性进行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事实层面的

探讨围绕人性如何展开，对客观性情有独钟；价值层面的探讨围绕人性为何展开，关心善恶之价值。荀子的

“人之性恶明矣”与孟子的“道性善”一样侧重对人性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对人性的鉴定还是对待都围绕着善

恶而展开：第一，在对人性的认定和判断上，在说明人性是什么的同时，更热衷于对人性的善恶判断。正如

《孟子》书中明确记载“孟子道性善”，把性与善联系在一起一样，荀子明确宣布人性恶，致使“人之性恶明

矣”成为名言名句。这表明，两人对人性的认定和探讨属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第二，在理论侧重和言说

方式上，对人性的阐释始终围绕着善恶展开。孟子和荀子都有对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的证明，不仅使性善、性

恶成为明确的观点或著名的命题，而且对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孟子对性善的论证逻辑推理和行为经验同时进

行，两个方面的结论相互印证，可谓用心良苦。荀子对性恶的论证始于对性与伪、善与恶两对概念的界定，接

着又对人性的本然状态、后天追求进行探究，此外还有圣凡比较等，可谓论证缜密。与对性善、性恶的过分关

注和热衷相对应，两人对人性具体内容的说明显得单薄，并且很多时候是作为性善或性恶的证明材料出现的，

而不是关注的焦点。第三，不是停留在人性是什么上，而是对人“应是”什么充满期待。通过对人性的作为而

成为道德完善的圣人是孟子和荀子探讨人性的初衷，也是两人的共同理想。 

正因为孟子和荀子对人性进行的是价值判断，所以才把人性或者归于善，或者归于恶。其实，对人性予以

价值判断是两人的共识，也代表了儒家的一贯做法，故而与韩非代表的法家呈现出本质区别。例如，在对人性

是什么的认定上，韩非与荀子把饥食渴饮之欲和好利视为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并且每每指出： 

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韩非子·二难》) 

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韩非子·奸劫弑臣》) 

韩非的这些说法与荀子的思想别无二致，甚至连话语结构都如出一辙。这就是说，在把人性的具体内容归

结为自然属性上，荀子和韩非同道，与孟子相去甚远。然而，由于对人性进行的是价值而非事实判断，荀子并

没有停留在人性是什么的层面上，更没有像韩非那样放纵人性；而是及时地用恶去判断人性，接着大声疾呼通

过后天的人为改变人性。荀子的这一做法与韩非南辕北辙，在本质上与孟子相契合。荀子与孟子的一致性共同

彰显了儒家的道德追求。正是受制于这一共同的理论初衷和价值诉求，两人在对人性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将

扬善除恶奉为对待人性的基本原则和人生的奋斗目标。 

其次，荀子的“人之性恶明矣”与孟子的“道性善”用以判断、匡定人性的善恶标准是一致的。在孟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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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对人性的阐发中，善恶比真伪更引人注目，用善恶标准去衡量人性也由此成为两人的相同之处。事实上，

孟子和荀子用善恶来衡量人性、对人性进行价值判断的做法相同，对善恶的认定、理解也相同。换言之，被孟

子和荀子用以判断人性的善恶标准是一样的，皆指儒家的仁、义、礼、智之善。 

秉持儒家的善恶标准在孟子、荀子对人性的善恶判断中已经初露端倪：孟子之所以断言人性善，理由是良

知、良能与生俱来，人性中包含仁、义、礼、智之萌芽；反过来，理义的与生俱来本身即证明人性是善的。这

表明，孟子所讲的善指仁、义、礼、智之道德或符合道德的行为。在荀子对善、恶的界定中，善即正理平治，

仁、义、礼、智之道德或符合礼义法度的行为为善；恶即偏险悖乱，利、欲导致的违背礼义法度或不利于社会

安定的观念和行为为恶。可见，在对善、恶的理解上，孟子和荀子的看法一致——善指仁义道德，欲、利则与

恶如影随形。 

再次，荀子的“人之性恶明矣”与孟子的“道性善”具有共同的价值诉求和人格理想，那就是：去恶扬

善，成为圣人。其实，对人性进行价值而非事实判断本身就意味着两人的兴奋点不在人是什么上，而是饱含着

对人“应是”什么的渴望和期盼，目标完全相同：使人臻于善而远离恶，最后成为圣人。 

孟子对待人性的根本态度和主要做法是保养本心之善，具体途径就是摈弃物质欲望、远离物利。他强调，

人心的最大敌人是欲望，养心就应该减少物质欲望，进而得出了“养心莫善于寡欲”的结论。对此，孟子如是

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

子·尽心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他之所以提倡养心，是为了用道德来约束人的生理欲望，以免人心被物欲

所蒙蔽而丧失善良本性。孟子对人性的论述始终强化人与动物的界限，这使完善人性还原为远离人的自然本

性，通过修身养性而成为圣人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反复指出： 

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尽心上》) 

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

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

子·告子上》) 

按照孟子的说法，人的四肢(孟子称之为“四体”“小体”)与四心(孟子称之为“四端”“大体”)虽然都

与生俱来，但是，它们的功能和作用截然不同。因此，人不可以对四肢与四心等量齐观，而应该对二者严格区

别、慎重对待。正是在或为义或为利、或尽心或纵体的作为中，人有了君子与小人之分。面对这两种迥然悬殊

的后果，他让人“先立乎其大者”，在尽心、知性中成就圣人事业。 

同样，荀子之所以判定人性恶，是因为人性中生来具有欲、利等成分。在通常情况下，天然性往往代表着

正当性和合理性，荀子却在宣称利、欲为人性所固有的同时，不是对欲、利顺其自然或予以满足，而是一面以

死而后已的不倦学习改变人性，一面对利、欲加以道德引导和节制。对于欲，荀子指出：“故虽为守门，欲不

可去，性之具也。”(《荀子·正名》)欲的与生俱来没有作为纵欲的借口，反而促使他对性加以提防。为此，

荀子呼吁用礼来节制和引导之——以礼“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主张“化性而起伪”，就是为了引导人

去恶为善，将人生目标锁定在为圣人上。他这样为人指点迷津：“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

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可见，荀子振臂高呼学习的至关重要，是

因为学习是“化性而起伪”的主要手段，也是通往圣人之途。这表明，与其说荀子高呼“学不可以已”是对学

习如饥似渴，不如说是对朝圣情真意切。 

总之，价值判断、善恶标准、去恶为善而学为圣人构成了荀子的“人之性恶明矣”与孟子的“道性善”之

间的一致性，也是儒家的道德理想和人生追求在人性领域的具体反映。这表明，两人的人性善恶之争不仅具有

差异的一面，而且具有互补、相通的一面，可谓殊途同归。 

四、“人之性恶明矣”的先秦特质 

“人之性恶明矣”既展示了荀子思想的鲜明特性，又呈现出儒家的精神旨趣；前者表现为与孟子性善说的

差异性，后者则体现为两人人性思想的一致性。除此之外，“人之性恶明矣”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再现了先

秦时期人性学说的思维水平，那就是：认定人在本性或本能上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别都是后天的作

为和引导造成的。 

“人之性恶明矣”属全称判断，荀子发出这一判断意味着他认为所有人对于性恶概莫能外，人与人在本性

上并无不同。为了突出人在本性上是一样的，荀子宣称人人性恶——普通人如此，圣人也不例外。对此，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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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一次地强调： 

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荀子·荣辱》) 

这就是说，既然荀子断言“人之性恶明矣”，那么，他便认定人与人在性恶上是一样的：第一，君子与小

人在生理素质和知识能力等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君子也有与小人一样的欲望。第二，即便是圣人之性也含有与

常人一样的恶的倾向。圣人与凡人一样，生来就具有对欲和利的追求，与凡人在本性上完全相同；反过来，凡

人生来就具有与圣人一样的耳目口鼻身体器官及认知能力。至此，荀子总结说，人与人是生而平等的，绝无任

何差异。为了凸显人在本性上的平等，他用“一”“同”来概括、表述君子与小人、圣人与凡人的人性。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既然人人在本性上生而平等是先秦人性论的共同特征，那么，这一观点便不可能只

限于荀子一个人，其他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亦应如此。被荀子批判的孟子坚信，人在本性上天然平等。在孟子

那里，作为人生而性善的根据和内容，恻隐之心(又称不忍人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又称恭敬之心)和是

非之心人人同具，无有不同；在人生来就有四端、四心上，人人相同，无一例外。同时，为了强调人在本性上

是一样的，孟子特意指出，人的一切差异都是后天形成的，与先天的本性无关。这用他本人的话说便是：“富

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同样，

被孟子作为批判靶子的告子也秉持人性生而平等的原则，并由“食色性也”出发，得出了人性可以为善也可以

为不善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告子用以论证人性可善可不善的证据是“水之就下”，孟子反驳告子，用以证

明性善的证据也是“水之就下”。在这里，论证者和反驳者不约而同地以“水之就下”论证人性，结果却是一

个得出人性可善可不善的结论，一个却得出人性善的结论。这与其说表明了以“水之就下”论证人性善恶存在

致命漏洞，毋宁说双方选择“水之就下”论证人性，就是为了凸显人在本性上犹如“水”一样“平”。据《孟

子》记载：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

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

犹是也。”(《孟子·告子上》) 

法有准则、水准之义，法家崇尚法便意味着对人性的整齐划一。事实上，认定人皆自为是法家的传统，也

意味着认为人性自私自利是法家的共识。对于法家而言，在自私这一点上，人性是一样的。饶有趣味的是，商

鞅为了说明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无有不同，同样以“水之于下”为喻，“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商君

书·君臣》)颇有对人性整齐划一的味道。商鞅的“水之于下”不禁使人联想到告子、孟子的“水之就下”，

所不同的是由人性之平等引向了对水平之法的敬畏。 

上述内容显示，荀子的“人之性恶明矣”折射出先秦人性哲学对人性整齐划一的时代特质，这一特质在与

秦后人性哲学的比较中则看得更加清楚、明白：汉唐人性哲学的特点是性分品级，以西汉董仲舒的性分三品为

开端，性分品级与人类社会中长幼尊卑的宗法等级相对应，中经南朝黄侃的性分九品，对人性等级愈分愈细；

到了唐代，情亦分品级，韩愈、李翱则将对人之性情品级的论证发挥到了极致。宋明理学人性哲学的特征是人

性双重，尽管作为共性的天地之性(张载)或天命之性(朱熹)人人相同乃至人物相同，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

是，将人与人、人与物区分开来的气质之性各不相同，并且注定了人与人之间的智愚、圣凡、贤不肖之别。这

等于将宗法等级下的名分归结为人的先天宿命，说成是人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先天性命。与汉唐、宋明人性

学说旨在突出人性之等级迥异其趣，先秦人性哲学包括对汉唐、宋明影响巨大的孟子和荀子主张人在本性上是

相同的，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别都是后天形成的。 

五、“人之性恶明矣”的中国印记 

人性问题之所以恒提恒新，与中国哲学的特质密不可分。由于旨在为人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中国哲学历来

热衷于人性问题，同时对政治哲学倍加关注。人性问题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不仅包含着较强的操作

性，而且往往牵涉政治哲学和统治方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哲学与人性哲学密切相关，也使因循人

性而治成为中国几千年不变的政治模式和治国理念。对于荀子来说，探讨人性是为了寻找最佳的政治方案，这

使他的人性哲学与政治哲学密切相关。问题的关键是，这并不是荀子思想的特质，而是带有中国哲学的印记。

荀子如此，孟子也是这样；儒家如此，道家、法家亦然；先秦哲学如此，秦后哲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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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儒家来说，孟子与荀子一样对人性的阐发立足于加强道德修养的需要，并且突出礼乐教化的主导

作用。这就是说，两人对待人性的做法流露出相同的理论初衷，旨在证明道德教化的有效性而鼓励人积极加强

道德修养。在这方面，断言人性善的孟子并没有对人性坐享其成，而是呼吁通过尽心、存心和“求放心”来保

养善性；正如宣称人性恶的荀子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鼓励人竭尽全力地凭借后天的努力“化性而起伪”一样。

这表明，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积极作为沿袭了儒家孜孜不倦、自强不息的一贯作风，流露出不同于道家的价值

取向和人生追求。 

孟子和荀子重视礼乐不是为了“极口腹耳目之欲”，满足感官刺激，而是陶冶人的心灵，达到“同民心而

出治道”的目的。有鉴于此，两人对人性进行善恶判断、善之引导和道德审视受制于儒家政治哲学的伦理本

位，强化了儒家有别于百家的伦理政治。在这方面，孟子不仅以救世者自居，发出了“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孟子·公孙丑下》)的豪言壮语，而且胸怀“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远大抱负。荀子与孟子

一样有周游列国、渴望仕途的经历，并且拥有同样的圣贤在位的期盼。在这里，政治是伦理、道德的推行和强

化。孟子要求统治者与民同乐，荀子强调君人者的榜样作用以及两人的哲学王情结和仕途情结均属此类。对于

两人来说，不论是对人性的积极有为还是将人性哲学与政治哲学联系起来都是为了推行礼乐教化。这决定了两

人均以礼乐教化为手段，中经对人性的去恶扬善，最终在个人的超凡入圣中达到仁政、王道之境界。 

其次，法家奉法而治，基于对人性自私自利的甄定，凭借法、术、势与认定人性自私自利具有内在逻辑关

系。第一，法家将人性视为自为的。例如，慎到指出：“人莫不自为也。”(《慎子·因循》)商鞅也说：“民

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商君书·君臣》)韩非认为，人“皆挟自为心也”，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利己。

“自为心”是人的自然本性，不具有“仁”或“贼”的道德意义，并且是不可改变的。人人利己导致人人“异

利”，相互以“计算之心相待”，也使人与人的关系成为血淋淋、冷冰冰、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第二，在确信

人性自私自利的基础上，法家推行法治。可以看到，不仅限于韩非，法家诉诸法术是基于对人性自私自利的认

定，并且肯定人人都以自私、利己的眼光来看待、处理包括父子、君臣在内的所有人际关系。因此，在由人性

哲学推出政治哲学上，法家与儒家的思路别无二致。更为重要的是，韩非意识到了人性与统治策略之间的密切

相关，自觉地将人性哲学与政治哲学联为一体。正如孟子宣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

子·公孙丑上》)，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推出仁政一样，韩非宣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子·八

经》)，奉法而治就是针对“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韩非子·心度》)。韩非由“凡治天下，必因人情”而

来的法治路线正是为了迎合人对利、欲的追求。与此相联系，法家的治国理念和行政举措以功利为诱饵，崇尚

暴力，在禁心、禁言、禁事的过程中，武力威慑和利益引诱成为主要手段。 

再次，道家无为而治亦因循人性而来。儒家、法家对仕途充满渴望，在政治上主张有为，礼乐教化与奉法

而治便是两家基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提出的有为政治。其实，不仅主张有为政治的儒家、法家到人性哲学中寻

找政治哲学的依据，向往无为而治的道家同样秉持因循人性而治的致思方向和理论主旨。 

需要说明的是，老子、庄子代表的道家对道德的崇尚与儒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家由此又有道德家之

称。尽管如此，道家所推崇的道德绝非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相反，老子、庄子都极力抨击儒家的仁义

道德：老子抨击礼是乱之首，庄子指责儒家的仁义尤其是礼破坏人性之本然，是害生损性和导致虚伪的罪魁祸

首。在庄子看来，善并不是儒家的仁义道德，而是保持天然本性；与善相对应，恶指对天然本性的破坏、损伤

或戕害，儒家的仁、义、礼、智当然也包括在内。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视为道德之

大敌。基于这一理解，庄子认为，人性的天然素朴状态是真、是善、是美，在对人性的作为上崇尚无为，强调

为了保持天然本性，必须去知、去情，一切任其自然。庄子推崇本性之真，主张无为而治；与无为的处世原则

和统治方案密切相关，他要求消除一切仁义法度的桎梏，对百姓实行“天放”。对于老子和庄子来说，无为既

是个人的修身养性之方，也是理想的统治之术。 

最后，秦后哲学依然从人性中寻找治国理民之方。如果说先秦百家争鸣呈现出学术自由、文化多元的政治

格局和社会局面的话，那么，随着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政治哲学的主流。此后，中国的人

性哲学基本上在儒家善恶判断的框架内进行，性恶与刑法相随，性善与礼乐相伴成为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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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又牵扯进其父、祖两辈，传奇色彩更“粉”！然究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小说家之言，不足凭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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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rtuous and Able Person Zhang Zhuo in the Tang Dynasty in Shenzhou and 
His Poem of Singing of Swallows  

GUO Dianch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Beihua University, Jilin, Jilin 132013, China) 

Abstract: Zhang Zhuo was a famous person who had high abilities but held low position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his 

reputation spread far to the oversea countries. His hometown Luze County in Shenzhou is now located in Shenzhou City, 

Hengshui. His name Zhuo was from his childhood dream of Zhuo Zhuo, a bird with purple veins and his literary name 

Wencheng ( a virtuous person) was complementary to his name Zhuo in his life time. His another name “Qing Qian Xue Shi” 

(a learning person) was given by Ban Qian who was also an imperial super scholar like him. The last stanza of Ode to 

Swallows was included in New Anecdote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wo poems of Ode to Two Swallows in Supplement of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Shenzhou; Zhang Zhuo; literary name and another name; poems of singing of swa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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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和荀子因循人性而治、从人性中寻找治国理民之方的思路为后续儒家所继承，无论是汉代的董仲舒还

是宋明理学家都沿袭了这一传统，并且在因循人性而治上走得更远：第一，将人性与宇宙本原直接联系起来，

甚至将人性的善恶说成是宇宙本原赋予人的先天命令。第二，提升人性哲学的地位，宋明理学家更是在将人性

说成是宇宙本原之显现的同时，通过人性的善恶双重、性命不一，将宗法等级秩序注入人性之中，并在本体哲

学、人性哲学、道德哲学的三位一体中加固、强化人性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密不可分。就对人性的引导和人性对

统治策略的支持而言，专注人的社会属性往往相信人内在的道德自觉，伸张统治秩序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执着

于人的自然属性常常依赖外在的法律强制，突出统治秩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对于宗法等级秩序的辩护来说，

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样不可或缺。这使孟子与荀子对人性之善恶的各执一词恰成互补之势，后续者对两人的一善

一恶之说不是取一弃一，而是兼而取之。秦后对人性的认定不是单一的或善或恶，而是善恶兼备，不论是汉唐

的性分品级还是宋明的人性双重都是如此。这表明，只有从礼乐教化、治国安民入手审视荀子的“人之性恶明

矣”，才能领会荀子和中国哲学热衷于人性的秘密以及各种人性学说之间的异同关系。 

“It Is Clear That Human Nature Is Evil”：The Four Perspectives of Tsunz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WEI Yixia 
(Research Centr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 “It is clear that human nature is evil” is the theme of Human Nature Is Evil by Tsunzi. It not only makes Tsunzi’s 

idea of human nature clear that human nature is evil but also shows his thinking of human natur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encius’. Based on this, Tsunzi’s learning style, Confucian fascinating expressiveness, Pre-qin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impressiveness have formed the four perspectives of the idea of “it is clear that human nature is evil”. 

Key words: Tsunzi;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theory of evil nature; the theory of good nature; Confu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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